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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成熟，良好的区域治理机制愈发重要。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积累了良好的基础，也面临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认识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模式的特征，提出优化建议支撑区

域规划落实。论文立足比较研究的视角，以治理机制为核心，围绕参与主体、治理手段、协调机制3个维度建立起

比较研究框架，概括总结了京津冀地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日本东京首都圈、法国巴黎大都市区等首都所

在区域的治理模式特征，并开展横向比较。结果表明：①多元主体参与是良好区域治理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建立

明晰的主体间权责关系；京津冀相比国外实践，虽主体多元，但权责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以设立承上启下的区域

机构为契机，应加快梳理相关关系。②行政手段、市场手段与法律手段相辅相成，是保障区域治理效率的基础；京

津冀相比之下更侧重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有限，法律手段相对薄弱；应优先增强立法建设，进而促使市场手段与行

政手段相互平衡、良性互动。③多边协商机制是区域治理有序运行的保障；京津冀在决策中已有较好的协调机制，

但矛盾仲裁与动态监管方面仍显不足；应加快健全整体协调机制，贯穿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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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发展使得行政区划对社会、经济、

政治发展的限制不断减弱，“地方空间”逐渐转向

“流动空间”(Castells, 2000)，“区域”的界定由“领土

范围”转向“无界与关系”(Amin, 2004)。除了全球

化的影响，背后的政治因素同样值得关注(Harrison

et al, 2012)，尤 其 是 国 家 对 权 力 关 系 的 重 构

(Brenner, 2009)。近 10多年来，中国宏观政策引导

鼓励社会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提出

以“城市群”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与新阶段的经

济增长极。由此，涌现了一批区域规划和区域政

策，深刻影响了资源要素的分配机制与管理需求。

传统以行政区划为界的管理模式面临挑战，而通过

区域合作实现跨域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为新

思路(张成福等, 2012)。然而，从国家政治体系和制

度改革的进程来看，尺度重构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空

间战略的发展，不仅不利于区域规划或政策的执行

与落实，甚至可能衍生新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

讨论。

京津冀作为中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之一，全面推

动该区域的协同发展更是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

2015 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十三

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京津

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4—2020)》相继

出台，代表着京津冀协同治理框架已全面拉开。同

样地，虽然上述区域规划为引导地方间科学实施差

异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目标，也提出了制度

创新的总体要求，但对于实施主体、实施路径、保障

体系等方面的具体安排仍不明确，因而可能影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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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划的可操作性。立足这一背景，本文尝试以落

实区域发展规划为目标，以区域治理模式为对象，

选取国外 3 个以首都为中心的大都市区采取的模

式，与京津冀现有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最后

提出优化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京津冀协同治理的创

新实践带来启发，也为区域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形

成有益补充。

1 文献综述

“治理”本身是一个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中的概

念，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西方国家

尤其是欧洲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吸引了

众多学术关注。包括对土地利用 (Cowell et al,

1999; Kwon et al, 2014)、空间规划 (Albrechts et al,

2003)、交通运输(Vega et al, 2008)等专业领域内相

应治理体系的系统梳理，也有针对治理中政府结构

(Nicholls, 2005)、公私沟通机制(Wear, 2012)、机构创

新(Allen et al, 2010)等治理行为的解构。虽角度多

元，但看待治理问题还是存在共识的，即需要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然而，这并非表示不同

地区的治理模式相互隔离，反而随着经验不断地丰

富与成熟，比较研究因有助于拓宽视野、深化问题

认识而受到重视。对此，国外研究主要形成了 3类

思路：①致力于总结先进经验的共性特征，提出治

理体系构建中的一些总体趋势，包括尊重地方差

异、保持动态调整与更新、增强制度建设与立法保

障、重视国家作用与地方认同等等(Albrechts et al,

2003)；②尝试建立多视角的分析，促进更全面地认

识“区域治理”，关注不同选择下的差异结果，但总

体强调层级结构与政府组织的难以替代性，并突出

各领域内治理需求的不同(Evers et al, 2013)；③旨

在丰富某一问题的解决途径，例如关注区域治理的

制度保障问题，总结区域治理机构设置及相关制度

化建设的经验(Nelles et al, 2014)；关注区域治理组

织的结构特征，区分不同层次对治理机构的需求

(Fricke, 2015)，思考政府及社会参与者之间的权责

关系界定等(Westerink et al, 2017)。总体上，国外相

关研究视角多元，对问题已有较系统的认识，并重

视理论与实践的呼应。

国内相关研究兴起稍晚于西方，但因处于转型

发展阶段，对区域治理十分重视与关注，较快地积

累了一批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以对京津冀

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为例，大体有以下4种思路：①
基于历史维度，梳理区域治理的变迁与发展，追溯

问题的起源并提供优化建议(梁晓林等, 2009; 孙久

文等, 2014)；②问题导向，对治理现状进行评述与

展望，结合宏观政策发展趋势形成改善建议(安树

伟, 2017; 毛汉英, 2017)；③理论探索，基于一定理

论架构，对区域协同的阶段性规律、目标内涵、支撑

策略等进行理论推演 (赵国钦等, 2015; 方创琳,

2017)；④比较研究，主要是发现差异与问题，并进

行经验借鉴(刘瑞等, 2015; 王燕等, 2015)。也有学

者开展了国内外的横向比较研究，主要关注了理论

脉络发展的差异(张衔春, 赵勇健等, 2015)与区域治

理组织模式的不同(尹来盛等, 2014)，肯定了中国特

色政治背景与发展路径下形成的治理模式对相关

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的价值。

总体来说，比较研究是国内外均常采用的方

法。国外比较研究常基于研究目的先提出一定的

假设、构建相应分析框架，再进行实证检验，对理论

发展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而国内研究多引介国外

思想，立足于新区域主义、多中心主义、单中心主义

等理论模式开展讨论，更多地还是检验理论的思

路，且关注制度问题多于结构问题，关注目标多于

路径。然而，随着转型改革的不断深化，区域协同

向纵深发展，“怎样推动区域治理”将比“区域治理

应该如何”获得更多重视。因此，本文将围绕“治理

机制”构建比较研究框架，更关注区域治理中的结

构问题及实现路径，丰富国内现有比较研究的视

角，并增强相关结论的实践价值。

2 参与主体—治理手段—协调机制：
区域治理比较分析框架

考虑分析框架拟解决的问题为“如何建立良好

的区域治理模式”，同时为了更好地认识区域治理

中集体行动的复杂性，关注结构性问题，本文将选

择一些更有实质性、程序性的比较变量。参考洪世

键(2009)对区域治理的定义：①who，区域治理的主

体；②whom，区域治理的客体；③how，区域治理的

调控机制；④by what，区域治理的工具手段，该定义

能较好地体现区域治理中的结构问题，并涵盖了实

施路径中需要明确的主体、方法、保障等各方面要

素，因此将其作为构建分析框架的重要依据。其

中，关于区域治理的客体在引言中已有界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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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问题。最后，构建

起了“参与主体—治理手段—协调机制”3个维度下

的比较研究分析框架(图1)。

具体来说，区域治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多元主体

间平等、沟通、协商、协力，促进良好治理绩效的实

现，使区域内各地方收获共赢(张成福等, 2012)。这

些主体存在一定差异性和相关性，差异性支持分

工，可能体现在职能、资源、价值取向、利益追求等

方面；而相关性支撑了协作，可能存在共同的发展

目标、资源互补性、相互约束性等。一般来说，区域

治理中可能包含政府体系(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经济力量(企业、私人、商会等)、社会群体(公共

组织、市民等)3类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征，决

定了区域治理的基本模式，如中央政府主导、地方

自治为主、市场化发展、网络化治理等等。但不论

是哪种情境下，厘清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权责关

系最为重要。而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在应对

区域治理时依托的方式不同。政府整合区域资源

的职能无法取代，区域治理中必须留有政府权威的

空间(洪世键, 2009)。因此，依托政府机构职能的行

政手段是重要的治理手段之一，行政手段可以参与

区域治理决策，并对区域治理进行管理与监督。此

外还有市场手段，是区际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也

是非政府主体间、公私之间维系关系的重要基础。

最后，为了更好地约束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法律

手段也必不可少。以作为保障区域治理合理有效、

有序开展的依据。稳定成熟的区域治理中，一般都

由上述3种手段相辅相成地发挥综合作用。

合作关系的形成与稳固具有一定前提，包括各

主体通过合作收获的利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存在强

有力的统筹、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最优选择等(Nich-

olls, 2005)。实现这些，离不开一套完善的沟通协调

机制贯穿于区域治理的各个环节。决策中，需要达

成对利益分配、权责关系的共识，保障各主体成本

与效益的平衡。实施中，因现实环境难以预料，可

能存在许多决策时未考虑到的问题，一旦发生变故

则需要依托强有力的仲裁机制及时有效地解决矛

盾，避免合作关系破裂。另外，环境是变化的，主体

关系也是变化的，还需要一定的动态监管体系来及

时反馈“关系的变化”，与仲裁机制相配合，以确保

区域治理可持续推进。

3 京津冀与国外 3个大都市区的治理
模式分析

3.1 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区域协作一直以来受到广泛的重视与

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最早可追溯到1981

年成立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同年 10

月，当时新成立的国土局研究编制了《京津唐地区

国土规划纲要》，北京、天津、唐山率先尝试跨区域

合作。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

首次出现了“首都圈”的概念，涵盖了河北省的唐

山、廊坊、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随后

又迅速形成了环京经济协作区(1988年)，并建立起

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了日常工作机构。

2001 年，《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

划》出台。总体来说，各地方政府早期便开始积极

推动区域协调，通过成立合作协会、编制区域性规

划、召开市长联席会议等非制度建设的手段尝试建

立协作平台。但结合整体历程来看，区域规划频

繁，且存在多个协调范围，一定程度上说明该阶段

区域内协调需求分散，相关协同规划也未能持久发

挥作用，区域治理整体处于探索状态。

2010年以后，国家愈发重视京津冀区域的协同

发展，开始以中央为主导推出了一系列协同发展战

略。2011 年“打造首都经济圈”被写入国家“十二

五”规划纲要。2014 年，国务院将“京津冀协同发

展”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并称三大战略。

2015年，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

采用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全域的协调范围。2016

年，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5—2020)》，同年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

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

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京津冀区域开始在国家

统筹编制的各类区域规划指引下，统一了发展目
图1 比较研究框架

Fig.1 Framework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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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确了功能分工，聚焦了优先治理领域。为了

更好地落实上述区域规划，2014年中央成立了国务

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京津冀协同发展专

家咨询委员会，京津冀三地随后也迅速成立了各自

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依托这些

组织，京津冀初步建立起了协调机制，并将其引入

了区域规划的决策过程中。执行层面上，地方政府

积极响应区域规划要求，出台了一系列专项规划、

协同发展意见、专业领域协作框架等政策文件来具

体指导实践。并开始朝着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转

变，在多个领域分别形成了京津冀国土部门定期联

席会议制度、京津冀环境执法与环境应急联动工作

机制联席会议制度、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制度

等，地方行政壁垒逐渐减弱(白易彬, 2017)。

此外，经济力量和公众的参与不断获得重视。

为了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京津冀三地一直致力于

壁垒消除与区域市场统一，例如推动产业转移、形

成物流信息共享等。2016年底还举办了第一届“京

津冀协同发展社会组织高峰论坛”，计划以此搭建

起三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者的合作平台，促进

非政府组织在区域治理中发挥作用(图2)。

3.2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地区

德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分为“国家—州—区域—

地方”4 个层级，其中区域是一个行政区的组合概

念，且设有相应的区域管理机构。在此框架内，德

国的空间规划体系层次丰富而有序，区域规划普遍

且有效，学者们常常从其区域规划的角度开展区域

治理研究(Albrechts et al, 2003; 洪世键, 2009; Lack-

owska et al, 2011)。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区域治理的特点是

专注于专业化领域内的沟通协调，这是由于该区域

内行政管理结构复杂且地方自治突出，仅勃兰登堡

州就涉及1个州政府，5个区域，14个县、4个自治城

市。沟通协调的难度与复杂性导致其未采用建立

完备区域政府的方式，而是组建了若干具有行政职

能的跨州管理机构，1996年正式成立的“柏林—勃

兰登堡联合区域规划部”便是其中之一(Hauswirth

et al, 2003)。它由柏林的“城市发展部”和勃兰登堡

的“基础设施和区域规划部”组成，“最高决策者”是

双边州长参与的“州规划会议”，拥有直接制定和执

行联邦州层面规划决策的权利。主要负责为两州

制定共同的“州发展规划”和“州发展程序”，并确定

注：改自白易彬, 2017

图2 京津冀协同治理框架示意图

Fig.2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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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的发展导则、审查重要的开发项目。

该区域机构内部设有严谨的管理体系，良好地

支撑了地方政府间的有效沟通与高度融合。首先，

机构工作人员由两市/州分别派遣并合署办公，同时

平等负担相关责任、收益与成本，实现了两市/州权

责共担、成本明晰、利益共享。其次，机构人员的编

制和薪酬仍隶属于各自市/州的规划部门，融合但非

消融，依托这种人员构成的复合性自发存在一定的

相互约束机制(图3)。同时，设有“分歧台阶”制度，

必要时引入上级政府仲裁矛盾，“台阶”的形成本质

上是矛盾逐渐聚焦的过程及上级政府适时有效的

介入。举例来说，遇到矛盾时先由联合规划部内部

协商解决方案。若失败，交给州秘书处理，再失败，

则由两州部长和参议员裁决。仍无法解决问题时，

柏林市长、勃兰登堡州长、双方部长、参议员召开

“州规划会议”协商对策。若矛盾依然存在，最终交

由两州内阁/参议员介入处理(唐燕, 2009)。

虽然，联邦政府基本未直接介入柏林—勃兰登

堡地区的区域治理。但一方面，联邦政府制定的

《空间规划法》是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编制规划、共

商决策的重要前提、依据与原则；另一方面，联邦政

府会保留一些重要项目的主导权，直接参与并提供

经济补贴，柏林—勃兰登堡便有 4个地区被列入联

邦政府提升都市区内相对落后地区公共服务配置

的项目中(孙莹炜, 2015)。最后，联邦政府还承担着

仲裁最终矛盾的责任。

政府组织以外，柏林—勃兰登堡地区也广泛鼓

励经济组织、社会公众等非政府主体的参与。一部

分企业受政府委托，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并接受政

府监管。另外，建立“邻里论坛”也是其开展特色

的、非正式的区域对话活动的经典模式，主要面向

区域内核心与外围过渡地带的发展问题，吸引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探讨地区发展战略。促进了相邻政

府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助于培养区域共同责

任感。

3.3 日本东京首都圈

日本东京因战后人口、经济等要素快速地集

聚，而衍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绿地蚕食等一系

列大都市病，日本中央政府主导建立首都圈规划来

应对这些挑战，同时配以一系列立法加以保障，限

制进一步集聚(Alden, 1984)。1956年制定了《首都

圈整备法》后，相继开展了5次首都圈整备的基本规

划，自上而下地优化首都圈的开发格局。前 2轮规

划的主体为“首都圈整备委员会”(1956年)，属于中

央直属的行政委员会。第 3轮规划开始，规划主体

调整为国土厅下属的“大都市圈整备局”，是相对纯

粹的中央行政机构。可以发现，东京首都圈早期区

域规划有明显的中央主导特色。

然而，随着东京首都圈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结

构变化、价值体系转变，规划也开始转型，表现为逐

渐强调地方行政主体的自主作用，鼓励形成自主联

合的广域地方规划。国家层面上，取消了《国土综

合开发法》编制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改为《国土

形成规划》(Watanabe et al, 2010)。首都圈层面上，

在《国土形成规划法》的引导下2008年成立了“首都

圈广域地方规划协议会”，并在以该协议会为中心

的沟通协商下，通过了 2009年的《首都圈广域行政

规划》(白智立, 2017)。“首都圈广域地方规划协议

会”可以被视为规划的决策主体，包括中央在地方

设置的国家行政机关如财务局、整备局、运输局等，

还有规划区域内的都道府县、政令都市等地方政

府。依托“计划(plan)、实施(do)、评估(check)、反馈

(act)”(即 PDCA 模式)的流程循环模式对规划执行

情况实施评估检查，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

应对。

具体实施中，政府各部委提出国土形成规划的

基本原则与总体目标后，地方政府在符合其要求与

约束的前提下，可以不限制于固定的范围或组合，

图3 柏林—勃兰登堡联合规划部机构组织架构

Fig.3 Structure of the Berlin-Brandenburg joint

spatial planning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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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际需求在各种公共服务领域内，自由开展行

政联合。东京首都圈范围内，就形成了交通运输、

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居住环境等多个领域、不同层

次的“广域联合”。而在灵活合作模式的背后，日本

还设计了相应的联合制度来确保合作有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符合法令与条例的前提下，将可能包

含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民间代表等在内的多元主

体作为“广域联合体”，赋予其可直接处理相关行政

事务的权力。且主体间必要时可介入合作方的工

作，对其具有劝告权(游宁龙等, 2017)。这一阶段，

日本形成了由地方主导推进的区域治理机制，且治

理手段灵活多元，中央政府还修改了《地方自治法》

以支持相关制度创新(图4)。

3.4 法国巴黎大都市区

法国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是集权

制国家又有传统民主特色。结合其行政体系与规

划体系来看，行政体系分为“中央—大区—省—市

镇”4级，但后三者相对平行独立而非上下级关系。

在规划体系内，大区拥有规划相应的权限，省不具

备规划实权，而市镇拥有实际的土地支配权和建筑

许可权。一定程度上，这不利于区域治理中构建纵

向与横向的府际关系。因此，20 世纪 60—80 年代

间巴黎大区治理在推动“去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

存在着许多困难，整体治理模式较分散。为了应对

这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自治市镇联盟，

由那些具有共同发展战略和财政支持的市镇组成

(严涵等, 2014)，以减少市镇层面的参与主体数量。

由此，区域治理的分散形势得以改善，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例如国家、巴黎大区、巴黎市政府 3个层面

上分别形成了对该区域的发展愿景，虽然本质上冲

突不大，但偶尔也会形成竞争关系(Elinbaum et al,

2016)。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逐渐探索形成了复

合治理模式，改变原先“多层但分散”的区域治理为

“中央主导—地方自治”的双层治理。打破了上下

分级的定向权力架构，在行政领域内基于多利益导

向建立多元主体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关系(张衔

春, 胡映洁等, 2015)。

首先，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加强审批、重兴建设

型规划等举措发挥适当的统筹作用。2014 年 1 月

通过了《大都市区法(The Metropolitan Law)》，将巴

黎市及近郊 3省合并为巴黎大都市区，并设为固定

的行政层级。中央还负责对不符合法规的规划内

容进行严格控制，并重新运行了公共规划机构来负

责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中央政府通过下放一

些部门机构参与地方规划决策来实施监管(Ancien,

2005)。其次，巴黎大都市区政府则依据中央政府

制定的总体框架，进一步制定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相

关规划，提供具体的行动方针而不仅仅是政策要

求，例如在规划中明确将建设联系巴黎市与周边地

区的高质量铁路网络作为优先发展领域(Ancien,

2005; Elinbaum et al, 2016)。最后，市镇政府作为执

行层面，在符合约束条件的前提下具有更灵活的协

作模式。巩固地方相应自主权的同时，也保障非政

府主体的参与权。1999年颁布的《强化和简化市镇

合作法》中提到，只要符合共同目标、并且具有足够

的影响力，可以在开展某些重大发展项目时建立城

市间协会，且这些地方协会可自行编制当地规划

(Elinbaum et al, 2016)。地方政府还可以与政府以

外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横向联合，包括商会、志愿

组织、企业等市场主体(Cole et al, 1995)，及部分规

划专家(图 5)。前者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广泛的力

量进行开发建设，后者提升了地方规划技术水平，

还解决了曾经地方对中央技术力量过度依赖的问

题(张衔春, 胡映洁等, 2015)。

图5 法国巴黎大都市区区域治理模式

Fig.5 Structure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Paris

metropolitan area

图4 日本东京首都圈广域规划治理模式

Fig.4 Wide-area regional plan for the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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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京津冀与国外大都市区治理模式
比较

4.1 参与主体：京津冀治理主体间权责关系有待进

一步明晰，社会力量参与仍不充分

不论是区域治理的相关理论，还是上述实践经

验均表明，引入多元利益主体，并构建其良性互动

机制与有效相互监督机制是区域治理的必然趋

势。总体来说，一般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

力量、经济团体、公民代表等。差异化背景下，会形

成不同的合作模式，但总体趋势一致。德国、日本、

法国首都圈的区域治理中均形成了以中央政府为

统筹、地方政府灵活协作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的主体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中央

政府的关键作用在于制定约束规则，具体实施操作

中则给予地方充分的弹性空间。地方政府合作方

面，德国在专业化领域内成立了地方联合机构、日

本与法国在相应法律约束下充分鼓励地方自由合

作。社会力量的参与上，基本都形成了一定的范式

并长期较稳定地发挥作用。概括起来常见的有：公

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对话机制或平台听取公

众意见、提供技术支持等。

相比之下，京津冀协同治理中，目前的主导推

动者为国家层面的相关部委，牵头编制了一系列综

合性区域规划。虽然统一了区域战略目标，但约束

体系、权责关系仍不明确，发挥的引导作用强于统

筹作用。地方政府间为了实现协同发展，已开展了

多种合作，以签订协议、行动方案、举办联席会议等

非制度化突破的方式为主。接下来应当总结这些

模式的优势与劣势，在顶层设计上制定一定的监管

规则与优化对策。此外，目前的区域治理模式下，

基本止于对地级市的发展定位，而对区县等基层政

府如何参与到区域协同治理中考虑相对不足。社

会力量的参与，虽有一定的基础，但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参与尚不充分(表1)。

4.2 治理手段：京津冀主要依托行政手段，法律手段

和经济手段有待强化

分析中可以发现，治理手段的选择与区域发展

阶段、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一般集权制度下主要依

托行政手段，分权背景下更多地依托多元手段。但

总体趋势都是走向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

综合运用的模式，且法律手段是至关重要的基础。

随着大都市区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发

展，治理需求愈发多元，也会进一步激励治理手段

创新。

京津冀协同治理目前主要依托行政手段，出台

了大量的专项政策与合作框架。经济手段也有了

一定基础，包括地区间的产业合作、企业迁移、市场

共建等，并仍在不断丰富创新中。基础较弱的在于

法律手段，应作为未来建设的重点部分。中国空间

规划的相关法律体系中，目前只有《城乡规划法》、

《土地管理法》，且其中对区域规划的界定与要求也

不明确。区域治理中的各类问题因此缺乏处理原

则与依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协作向纵深发

展。对此，德国、日本、法国的经验均表明，需要设

置专门的法令明确保障机制、约束机制与监督机

制，且时间上早于规划编制、层级上高于区域规

划。日本首都圈的“法规先行”最为典型，1956年先

颁布《首都圈整备法》后形成《首都圈基本计划》，

2005年《首都圈整备法》修订后形成《首都圈整备计

划》，2006年国家《国土形成计划法》更新后编制《首

都圈广域地方计划》(表1)。

4.3 协调机制：京津冀以相对松散的议事模式为主，

需要健全整体协作制度建设

区域治理中，因存在多元的利益主体，从决策

到实施环节，再到监管环节均离不开必要的沟通与

协商，建立健全的协调机制是保障区域治理有序、

有效的必要前提。具体来说，地方政府间首先需要

达成共识，同时接受中央政府的引导与约束，实施

中利益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矛盾与冲突需要及时解

决，治理过程则需要科学地、定期地进行评估与监

督以确保及时修正。这些问题普遍存在，国外成功

经验中存在一定的共性。首先，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平台”持续发挥着凝聚统筹、承上启下的作用，例

如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联合规划机构、东京首都

圈的广域地方规划协议会、巴黎大都市区设立了固

定的行政层级等。其次，明确无法达成共识时的解

决途径。例如，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分歧台阶最

为典型；东京首都圈广域行政体内部成员可参与对

方活动并有劝告权；巴黎大都市区市镇联合的背后

是共同利益纽带，可以灵活联合也可以自由解散。

最后，监管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如柏林—勃兰

登堡地区直接合署办公，日常合作的同时相互约

束；东京首都圈采取了 PDCA模式；而法国中央政

府直接下放部门参与区域日常决策与管理。

京津冀目前常常针对所推进的具体活动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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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建立合作关系，表现为相对松散的议事模式，

如发布政策文件、召开协商会议等。整体协作制度

的安排缺乏系统性，还有相当一部分协调制度较为

笼统和模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类综合

性区域规划虽然提出了制度创新要求，但对实施路

径、管理体系、监督机制的构建并不具体，这与缺少

专门的责任主体发挥承上启下作用有一定的关

系。此外，监督机制不完善也影响了相关规划与政

策的实施效果。总体而言，京津冀协调机制目前存

在一定政策碎片化、顶层设计不足等问题，纵向和

横向的协调机制不成体系，也未建立起有效、权威

的监管体系(表1)。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参与主体—治理手段—协调机制”3个

维度，概括总结了京津冀及德国、日本、法国首都所

在大都市区区域治理模式的特征，并开展比较研

究。柏林—勃兰登堡地区主要依托建立联合规划

部门推动区域协同治理，设计了“分歧台阶”制度有

效解决矛盾，以“邻里论坛”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并

用《空间规划法》约束相关行为。日本东京首都圈

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建立了首都圈广域规划制度，以

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社会主体联合形成的“首

都圈广域地方规划协议会”为决策主体，同时鼓励

地方政府在必要的领域与层级内灵活开展广域联

合，依托《国土形成规划法》进行刚性约束，建立PD-

CA 模式实施灵活监管。法国巴黎大都市区具有

“中央主导—地方自治”的双层治理结构，中央政府

通过立法、加强审批、重兴建设型规划等举措来统

筹巴黎大都市区的整体发展框架，但将部分权利下

放鼓励市镇之间、市镇与社会力量之间在必要的时

候、合理的领域内联合发展。国外各区域治理模式

不尽相同，但存在许多共性，总体来说行之有效的

区域治理模式具备以下 3点特征：参与主体类型多

元，且关系稳定、权责明晰；治理手段中，立法是根

本、行政是保障、市场是趋势；协调机制灵活但可

控，对纵向与横向的协调机制同样重视，且存在一

定的动态监管机制。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始终处

于不断优化与完善中，也取得了诸多实际成效。然

而，与国外成熟大都市区的治理模式相比，京津冀

地区治理模式仍有一定的改进空间。具体来说，未

来可以继续增强以下3个方面。

(1) 从机构创新入手，梳理参与主体间权责关

系。不论是正式的政府机构，还是行政委员会，区

域治理中需要一个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区域机

构发挥承上启下作用，负责管理区域治理中的日常

事务。京津冀目前在中央和地方分别成立了协同

发展领导小组，且地方层面的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是

以行政区划为单元设立的，本质上仍是独立而非融

合的。未来，京津冀 3省(市)领导小组可以考虑合

并形成职能综合、权责独立的“京津冀区域治理办

公室”，分别派遣相关工作人员维持日常运作，参与

中央决策、协调地方实施。建立区域联合机构的过

程中，不可避免需要对区域内政府体系的整体权责

体系进行梳理与明确，这是区域联合机构有序运作

的重要依据，也有利于加快区域协同纵深发展。

(2) 加快立法建设，平衡行政手段与市场手

段。京津冀区域治理中法律手段的不足，导致行政

手段需要发挥一定的替代作用，容易较多地干预区

域市场建设，未来应当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首

先，要形成区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的法律依据，及

处理矛盾与问题的权威评判依据与制度流程。其

表1 京津冀协同治理与国外治理模式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governance models of foreign metropolis areas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比较内容

参与

主体

治理

手段

协调

机制

协调者

矛盾处理

动态监管

京津冀地区(现阶段)
中央政府主导，地方

政府参与

行政手段为主

不固定(松散议事制)

不明确

缺乏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地区

地方政权、地方部门代表、各类

社会志愿者等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相辅相成

柏林—勃兰登堡联合规划部

分歧台阶制度

合署办公，相互监督与约束

日本东京首都圈

中央政府、都县政府、指定城

市、市町村政府和团体、经济

团体等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

段相辅相成

首都圈广域地方计划协议会

广域行政体内部相互监督

PDCA政策循环反馈模式

法国巴黎大都市区

中央政府、各大区政府、各市

镇政府、非政府组织等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

段相辅相成

巴黎大都市区(设固定行政

层级)

类似市场机制

中央政府下放部门直接参与

区域治理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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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规范产业税收共享制度，配合产业转移等资源

优化配置事件，保障发达地区经济要素有序扩散，

欠发达地区积蓄后发优势。再次，明确区域性基础

设施建设及养护成本、运营收益等分配原则。最

后，优化政绩考核制度，加入区域一体化指标，有意

识引导地方政府间合作共赢。在这样的基础上，再

赋予市场经济力量较灵活的参与机制，能更好地平

衡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促进它们的良性互动与有

效互补。

(3) 整合协调需求，统一构建多边协商机制与

矛盾仲裁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采用相对松

散的议事制，既说明其在多个领域均存在协调需

求，也体现了区域性协调制度的不足。应加速建立

区域内统一的数据库，推动基础信息共享，形成有

效“沟通语言”。在此基础上，由执行层面的区域联

合机构牵头、各地方政府参与编制相关规划、出台

有关政策，决策中充分听取非政府机构与公众的意

见。坚持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社会组织高峰论

坛”等活动，吸引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讨论。最后，将

相关决策上报中央有关机构审批。仲裁机制方面，

首先考虑问题或矛盾的重要程度，对于触及原则与

总体目标的矛盾仍应直接交由最高决策层(例如，

国家区域治理和协调委员会)处置。一般性问题的

处理上，可先由区域联合机构组织协商。若无法达

成共识，则将问题上报“国家区域治理和协调委员

会”组织相关部委领导及地方领导联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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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several foreign metropolitans

SU Lixin1,2, FENG Changchun1,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Territor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ith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t has become essential to establish good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Due to the strategic statu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t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has been even more important, but the region is also facing a number of challeng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to propose some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that can support the implement of regional planning, this study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built a three- dimensional research framework including participants,

means of governanc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n the basis of this, we summed 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 of change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Berlin-Brandenburg region, the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and the Paris metropolitan area,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ir differences. The thre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Multi- subjects participation has bee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whose authority- responsibility relationships must be unambiguous. In practice, multiple play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b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need to be clarified. Founding a regional institution would be a good chance to straighten these

relationships. 2) Only when the administrative means, market mechanisms, and legislation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positively, can regional governance be effective. However,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which consists of good administrative means, limited market mechanisms, and inadequate

legislation, shows some limitations. To fix the problems, enhancing legislation system shall be the priority and

this in turn can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3) An efficient multilateral

consultation mechanism is indispensable, which could support decision making and dispute arbitration. In this

respect, the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has already had a good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but there are

some inadequacies in dispute arbitration and superv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all aspects of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Keywords: regional governance; comparative study; foreign metropolitan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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